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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４—２０１９ 年我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以中欧班列开行为准

自然实验， 系统考察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研究发现： 开行中欧

班列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

后依然成立； 机制检验显示， 开行中欧班列有助于加速要素流动、 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
从而能够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异质性结果显示， 相较于沿海地区， 开行中欧班

列能够显著抑制内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当统一品牌之后， 开行中欧班列对经济发展差

距的抑制作用更大。 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以中欧班列高效运行全面带动区

域经济充分、 协调、 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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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成绩令世界瞩目。 在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 “新常态”， 并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 与此同时， 地区之

间的经济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所引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利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严重阻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隐含的区域经济

发展失衡并非最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 早在 ２００４ 年，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就已经呈

现较快的上升趋势， 尽管在此之后平稳下降 （覃成林等， ２０１１）， 但较大的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始终是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 （ Ｌｅｅ 等， ２０１２）。 究其原因， 覃成林等

（２０１１） 认为主要是四大区域间和四大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四大区域

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大于其各自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 其中工业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最

大， 其次是其他服务业和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影响在增强。 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总体呈现 “下降—上升—下降” 的发展趋势， 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差距

分别是 “东中西” 和 “南北” 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 而人均资本、 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

放程度等数量型因素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主导力量 （吕承超等， ２０２１）。 研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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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我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北方资本积累速度较慢， 而经济体制机

制改革滞后、 经济结构不合理、 劳动力数量减少也是重要原因 （盛来运等， ２０１８）。 面对

严峻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缩小差距的关键在于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

差距， 尤其是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尽快实现同发达地区协调、 平衡发展。
对此， 我国政府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 “发改委” ） 印发的 《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 要统筹协调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 优化经济

发展空间格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该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将区域协调发展提升

至一个新的高度， 之后一系列旨在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战略相继出台， 加

快了区域良性互动格局的形成， 并增强了区域发展协调性 （刘华军和杜广杰， ２０１７）。 特

别是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西部大开发 （２０００ 年）、 东北振兴 （２００４ 年）、 中部崛起 （２００４
年）、 东部率先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缩小经济发展差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虽然上述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缩小地区内部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并未显著遏制不同地区之间

的经济发展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分化的可能 （刘华军和杜广杰， ２０１７）， 这给社

会稳定、 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隐患 （Ｄｕｔｔ 和 Ｍｉｔｒａ， ２００８）。 因此，
只有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大局 （胡鞍钢和周

绍杰， ２０１６）， 而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实现经济充分、 协调、 平衡发展依然任重

道远。
基于此，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同时， 我国政府

提出实施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这三大倡议

与战略同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相融合， 成为我国区域经济长期协调发展的指南。 之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特别 “要以 ‘一带一路’ 建

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指引下， 加强创新能力开

放合作，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持续强化区域经济协调、 平衡

发展。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推

进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全面促进 “一带一路” 纵深推进， 畅通海陆协调发展大通道。 伴随 “一带一路” 合作倡

议深入推进， 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国门， 融入世界， 为带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共同繁

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作为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标志性建设成果， 开

行中欧班列成为互联互通的重要举措， 为中西部内陆地区扩大贸易进出口和深化对外开

放提供了新机遇， 辐射并带动了沿线地区的产业、 贸易和经济发展，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

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王雄元和卜落凡， ２０１９； 张祥建等， ２０１９）。
当前， 全球疫情形势复杂严峻， 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不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全面

复苏都具有积极作用， 而且能够 “照亮” 经济全球化 “被遗忘的角落”， 使更多经济体

参与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中来。 研究证实， 开行中欧班列在城市和企业创新 （李佳

等， ２０２０； 王雄元和卜落凡， ２０１９）、 区域产业升级 （李佳等， ２０２１）、 内陆地区贸易增

长 （张祥建等， ２０１９）、 改善内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通达性 （Ａｌｌｅｎ 和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２０１４） 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但也有研究表明， 基础设施 （比如高速铁路） 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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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虽然有助于形成就业、 居住和创新走廊 （Ｔｉｅｒｎｅｙ， ２０１２）， 但仍旧不能忽略由此可能产

生的 “虹吸效应”， 以及加剧沿线与非沿线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异 （Ｑｉｎ， ２０１６）。 尽管

中欧班列的开行重构了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 扩展了国际陆港的经济辐射范围， 加快了

中国 “向西开放” 的步伐， 逐渐形成了东西共济的全球价值链 “双向环流” （裴长洪和

刘斌， ２０１９）， 但诸多现实困境依然制约着中欧班列的发展， 比如中欧班列建设依然存在

边境口岸通行能力不足、 铁路运输规则中外各异、 回程进口货源量少质低， 以及过度依

赖政府财政补贴等问题 （徐紫嫣等， ２０２１）。 那么， 综合来看， 开行中欧班列能否发挥其

区域协调带动作用， 并降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更进一步地， 该影响背后的作用机

制是什么？ 目前鲜有文献对此做出全面回答， 这为本文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 第一， 深入探讨了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

影响， 为当下经济发展不充分、 不平衡问题寻找改革突破口； 第二， 在系统阐述贸易便

利化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理论基础上， 以中欧班列开行为政策冲击实证检验了

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净影响， 明确了贸易便利化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间的因

果关系； 第三， 从加快要素流动、 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三方面阐述贸易便利化缩小区域

经济发展差距的内部机制； 第四， 从区域和时间两方面分析贸易便利化缩小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的异质性。

二、 理论机制与假说

开行中欧班列是降低运输成本的关键因素， 能极大地加速贸易便利化， 进而对经济

发展乃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影响。 一是开行中欧班列极大地改善了传统贸易的通达

条件 （王雄元和卜落凡， ２０１９）， 突破了传统海运产品低附加值、 长运输时间以及外围地

区参与度低等限制， 为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外围地区的商贸活动插上了 “开放的翅膀”，
极大地便利了要素在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之间的流动， 激发了外围区域市场经济发展潜

力， 强化了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经济联动与协同发展， 提升了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程度 （裴长洪和刘斌， ２０１９）， 为外围区域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商贸环境， 强化了中心—
外围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互惠共赢， 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二是中欧班列的

开行极大地完善了交通基础设施， 成为连接中心—外围区域之间的便捷通道， 能够引导

要素和技术逐渐从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转移和扩散， 降低相关企业的物流成本、 产品成

本和融资成本等 （王雄元和卜落凡， ２０１９； 郭玥， ２０１８； 徐思等， ２０１９）， 有助于带动各

地区参与到国际贸易大循环中来， 共享贸易便利化带来的经济成果， 缩小不同地区之间

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是伴随中欧班列的开行， 国外的贸易准入标准提升了中国产品质量，
对开行地以及途经地产业升级与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李佳等， ２０２１）， 并

将通过辐射效应联通中心—外围地区， 实现同发达国家先进领域的 “梯度合作” （王桂

军和卢潇潇， ２０１９）， 从而畅通经济内外循环， 实现平衡增长，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对此， 我们提出第一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 １： 由中欧班列开行所带来的贸易便利化有助于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

距， 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首先， 开行中欧班列能够加速要素流动， 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推动共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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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中明确指出， “一带一路” 合作倡

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与市场深度融合， 其中， 经济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是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基础。 开行中欧班列促进了中心—外围区

域之间的物质交流， 提升了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 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能够有

效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具体而言， 一方面， 开拓国外市场通常受制于较高的固定成

本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而开行中欧班列能够加速要素自由流动， 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和时间

成本， 强化区域经济之间的通达性。 由于地区连通性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比时间更加重要

的作用 （Ｒｅｄｄｉｎｇ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４）， 开行中欧班列会使中心—外围区域之间的贸易活

动更加便捷高效， 提高商品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通 （Ｂｕｒｇｅｒ 和 Ｍｅｉｊｅｒｓ， ２０１６）， 有助于实

现中心—外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另一方面， 开行中欧班列带

来的要素自由流动， 在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 有利于促进产业

转移与升级， 并形成以重点城市为节点的新经济增长点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８）， 辐射带动周

围地区经济发展， 对实现区域经济全面协调、 平衡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对此， 本文提出

第二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 ２： 开行中欧班列能够通过加速要素流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其次， 开行中欧班列能够加速技术转移， 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技术差距是

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素， 而技术转移是降低区域技术差异，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的有效途径 （赵尚梅等， ２０１３）。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提高外围区域经济增长后劲， 并赶超中心区域， 缩小两者之间的

经济差距 （卞元超等， ２０１８）。 通常而言， 在技术相对薄弱的外围区域， 技术转移是追赶

中心区域、 缩小两者之间差距的有效途径 （赵尚梅等， ２０１３）。 中欧班列的开行有助于增

强中心—外围区域之间的贸易连通， 使中心—外围区域之间能更加便捷地进行知识、 信

息和技术交流， 传播更加先进的管理经验， 以知识溢出加速中心区域技术溢出， 提升外

围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卞元超等， ２０１８； 张祥建等， ２０１９）， 缩小区域技术差距， 推动区

域经济协同发展 （刘和东和施建军， ２０１０； 冯锋和李天放， ２０１１）。 ２１ 世纪以来， 我国

技术转移增速超过经济增速， 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 （郑伟，
２００８）。 可以说， 技术转移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跨地区技术转移对缩小我国技术差

距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锋和李天放， ２０１１； 赵尚梅等， ２０１３）。 对

此， 本文提出第三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 ３： 开行中欧班列能够通过加快技术转移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最后， 开行中欧班列在加快要素流动和技术转移的基础上能够增强技术创新， 缩小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开行中欧班列加快了以运输货物为载体实现技术转移的步伐，
极大地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Ｅａｔｏｎ 和 Ｋｏｒｔｕｍ，
１９９６）， 有助于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４； 韦东明和顾乃

华， ２０２１）， 显著增强当地创新水平， 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创新距离， 降低因区域创新能

力不同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水平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
基于 “创新势差”，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激发技术创新水平发达地区通过技术

转移等方式推动欠发达地区进行赶超， 协同增强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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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Ｇｕｍｐｅｒｔ， ２０１６）。 对此， 本文提出第四个有待验证的理

论假说。
理论假说 ４： 开行中欧班列在加速要素流动和技术转移的基础上能够增强技术创新，

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三、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构建

在考察中欧班列开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实际影响时， 考虑到不同城市

开行中欧班列的时点不同，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中欧班列开行的经济效应进行

验证， 并将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ｇａｐｉ， ｔ ＝ α０ ＋ α１ｃｒｉ， ｔ ＋ Σδｘｉ， ｔ ＋ μｉ ＋ ηｔ ＋ εｉ， ｔ （１）

其中， ｇａｐｉ，ｔ表示 ｔ 时期 ｉ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ｃｒｉ，ｔ表示 ｔ 时期 ｉ 地区是否开行中欧班列

的虚拟变量； α１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 考察开行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净影

响， 若 α１＜０， 说明开行中欧班列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

有积极影响； 反之， 若 α１＞０， 则说明开行中欧班列会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对经济协

调发展具有不利影响； ｘｉ，ｔ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政府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 人力资

本水平、 信息化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对外开放度等因素； μｉ 是城市个体固定效应；
ηｔ 是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为误差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基于卞元超等 （２０１８） 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的界定， 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因一个地区比其他地区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高

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产生的区域间经济增长非同步性， 本文采用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衡量区

域经济差距， 其中， 离差＝该年度某一地区经济增长率的观测值－该年度所有地区经济增

长率的平均值。 采用离差测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依据在于：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

估开行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净影响， 若回归系数为负， 说明开行中欧班列城

市的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要小于未开行中欧班列城市的经济增长率的离差。 其经济学含义

是， 相较于未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 开行中欧班列之后的城市经济增长率与全国经济增

长率均值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 本文选择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上一年

度的同比增长率测度经济增长率。 此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以各年度城市经济增长率与

全国平均经济增长率测度的离差指标有正负之分。 其中， 离差为正说明城市经济增长率

高于全国平均经济增长率， 离差为负说明城市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经济增长率。 由

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是表明某地区经济发展拥有更高、 更快的发展速度， 且本文试

图验证开行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是否存在抑制作用， 故需重点关注开行中欧班

列对正离差指标是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同时， 为了避免异方差给估计结果带来偏误，
本文对离差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自动筛选正离差指标样本进行估计。 此时， 如果回归

结果为负， 说明开行中欧班列能有效缓解因地区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经济增长率均值而

出现的区域间经济增长非同步性， 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２） 解释变量： 中欧班列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 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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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自 ２０１１ 年开行以来，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 已经有 ５９ 个城市①开行， 这为本文采用

双重差分模型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对此， 本文将这 ５９ 个地级市作为处理组， 其余

地级市作为对照组。 同时， 基于不同城市开行中欧班列的时间不同， 抑或同一地区在不

同年份相继开行中欧班列的客观事实， 本文均以城市首次开行中欧班列为政策实施时间，
并直接构建中欧班列虚拟变量 （ｃｒ）， 即若某城市在某年首次开行了中欧班列， 则对该地

区中欧班列虚拟变量当年及以后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为了降低因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 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一系列

控制变量， 包括： 政府规模， 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值测算； 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 采用各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测算； 人力资本水平， 采用各地级市高等学校在校生占当地

年末人口数的比值测算； 信息化水平， 采用人均邮电业务总量测算；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采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测算； 对外开放度， 采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值

测算。 以上变量均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中国经济网 （以下简称 “中经网” ），
所有用货币测度的数据均以 １９９０ 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影响，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样本量 均　 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发展差距 （ｇａｐ） ６ ９７０ ０. ０１４３ １. ４１３１ －１. ０９９７ １１７. ５１０１
中欧班列虚拟变量 （ｃｒ） ７ ４１０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８２７ ０ １

政府规模 （ｇｏｖ） ７ １９９ ０. １３１５ ０. １３８１ ０. ００２８ ４. ３０５９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ｐｅｒｇｄｐ） ７ ２５５ ０. ３６５４ ０. ２９６１ ０. ００１４ ４. ６３４５

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ａｎ） ６ ８８４ １. ２３３５ １. ９３５８ ０. ００５９ １３. １１２４
信息发展水平 （ ｉｎｆｏｒｍ） ７ ２３３ ０. １９０８ ０. ３８１６ ０. ００２５ ２６. ５６０２
基础设施水平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 ７ ２２９ ７. ８１９７ １０. ８６３６ ０ ４４２. ９５
利用外资水平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７ ０１１ ２. ４３８７ ４. １３０４ ０. ０００２ ６９. ２７３３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模型检验

根据基准回归方程 （１）， 中欧班列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实际影响见表 ２。 当

未加入控制变量时， 中欧班列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系数为－０. ５１８０， 在 １％水

０７

① 这 ５９ 个地级市包括： 重庆 （２０１１ 年）、 武汉 （２０１２ 年）、 成都 （２０１３ 年）、 郑州 （２０１３ 年）、 苏州
（２０１３ 年）、 东莞 （２０１４ 年）、 合肥 （２０１４ 年）、 宁波 （２０１４ 年）、 营口 （２０１４ 年）、 长沙 （２０１４
年）、 义乌 （视为金华处理， ２０１４ 年）、 哈尔滨 （２０１５ 年）、 乌鲁木齐 （２０１５ 年）、 大连 （２０１５
年）、 贵阳 （２０１５ 年）、 昆明 （２０１５ 年）、 厦门 （２０１５ 年）、 兰州 （２０１５ 年）、 长春 （２０１５ 年）、 沈
阳 （２０１５ 年）、 连云港 （２０１５ 年）、 南京 （２０１６ 年）、 西安 （２０１６ 年）、 广州 （２０１６ 年）、 西宁
（２０１６ 年）、 天津 （２０１６ 年）、 盘锦 （２０１７ 年）、 深圳 （２０１７ 年）、 日照 （２０１７ 年）、 大庆 （２０１７
年）、 青岛 （２０１７ 年）、 临汾 （２０１７ 年）、 济南 （２０１７ 年）、 赣州 （２０１７ 年）、 淄博 （２０１７ 年）、 威
海 （２０１７ 年）、 满洲里 （视为呼伦贝尔处理， ２０１７ 年）、 银川 （２０１７ 年）、 宜昌 （２０１７ 年）、 南宁
（２０１７ 年）、 钦州 （２０１８ 年）、 上饶 （２０１８ 年）、 临沂 （２０１８ 年）、 凭祥 （视为崇左处理， ２０１８
年）、 襄阳 （２０１８ 年）、 南昌 （２０１８ 年）、 唐山 （２０１８ 年）、 巴彦淖尔 （２０１８ 年）、 鹰潭 （２０１８
年）、 石家庄 （２０１８ 年）、 怀化 （２０１８ 年）、 兖州 （视为济宁处理， ２０１８ 年）、 抚州 （２０１８ 年）、 呼
和浩特 （２０１８ 年）、 景德镇 （２０１８ 年）、 十堰 （２０１８ 年）、 吉安 （２０１８ 年）、 徐州 （２０１９ 年）、 蚌
埠 （２０１９ 年）。



平下显著， 说明基于中欧班列开行所带动的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 为了进一步降低因遗漏变量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 本文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之

后， 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系数为－０. ３９７３， 且在 ５％水平下显著。 与此同

时， Ｒ２ 也从 ０. ２８４７ 增大至 ０. ３０４３， 模型的拟合程度进一步提高， 肯定了开行中欧班列

能够有效缓解因地区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经济增长率均值而出现的区域间经济增长非同

步性， 从而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验证了理论假说 １。

表 ２　 基准模型检验

变　 量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ｃｒ
－０. ５１８０∗∗∗

（－２. ７６）
－０. ３９７３∗∗

（－２. ０５）

ｇｏｖ １. ３３３０∗∗∗

（３. １９）

ｐｅｒｇｄｐ２
－０. ３０６８∗∗∗

（－３. ２２）

ｐｅｒｇｄｐ ２. １５０６∗∗∗

（５. ０９）

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０６６
（０. ２６）

ｉｎｆｏｒｍ
－０. １８２５
（－１. ０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
－０. ０１２６∗∗∗

（－２. ７４）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４０
（－０. ４４）

＿ｃｏｎｓ
－３. ３６２９∗∗∗

（－１６８. ７１）
－４. １５２６∗∗∗

（－２５. ３７）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４１０ ３ １７１
Ｒ２ ０. ２８４７ ０. ３０４３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值； ∗、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所有回归均采用
以地区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后同。

（二） 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在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时， 需确保在政策实施之前， 处理组个体与对照组个体之间满

足平行趋势假定， 否则， 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可能会因政策实施前其他非观测因素的干扰

而出现偏误。 对此， 本文采用动态 ＤＩＤ 方法对平行趋势进行检验， 并将检验模型设定为

如下方程：

ｇａｐｉ， ｔ ＝ α０ ＋ Σ
５

ｎ ＝ －５
αｎ（ Ｉｔ

－ｓｅｔｙｅａｒｉ ＝ ｎ
ｉ， ｔ × ｃｒｉ， ｔ） ＋ Σδｘｉ， ｔ ＋ μｉ ＋ ηｔ ＋ εｉ， ｔ （２）

其中， Ｉｔ－ｓｅｔｙｅａｒｉ＝ｎｉ，ｔ 的取值方式为， 当 ｔ－ｓｅｔｙｅａｒｉ ＝ ｎ 时， Ｉｔ－ｓｅｔｙｅａｒｉ＝ｎｉ，ｔ 的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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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ｔ 表示年份， ｓｅｔｙｅａｒｉ 为 ｉ 城市首次开行中欧班列的年份， 其他变量的经济学含义与基

准方程 （１） 相同。 为了更好地观测中欧班列开行前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同的变化趋

势， 本文分别选取中欧班列开行的前后 ５ 年进行赋值， 其中， 对中欧班列开行前 ５ 年的 ｎ
分别取值－５、 －４、 －３、 －２ 和－１， 对开行中欧班列之后的 ｎ 分别取值为 １、 ２、 ３、 ４ 和 ５，
开行中欧班列当年对应的 ｎ 为 ０， 用 ｃｒ 表示。 之后， 将回归系数 α 绘制在图 １ 中， 可以

直观看到系数的动态变化趋势。 此时， 在中欧班列开行 （ ｃｒ） 之前的 １—５ 年， 系数 α 的

值并未出现系统性差异， 总体变化趋势较为平缓； 而在中欧班列开行 （ ｃｒ） 之后的 １—５
年， 系数值 α 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且降幅较大， 可以认为中欧班列开行之后， 处理

组与对照组之间对经济发展差距的不同影响主要源自中欧班列的开行， 而在此之前， 处

理组与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２. 安慰剂检验

在明确了处理组与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之后， 为了进一步确保研究结论不受其

他政策因素或非观测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对模型进行安慰剂检验。 其基本思路是， 根据

中欧班列每年开行的真实情况， 同比例随机生成 １ ０００ 个假想的处理组， 并根据这１ ０００
个假想的处理组重新估计， 借此来检验中欧班列开行之后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政

策效果。 具体做法是： 以 １ ０００ 个假想的处理组分别进行 １ ０００ 次重复实验， 并根据 １ ０００
次回归结果的 ｔ 检验值绘制核密度图 （见图 ２）。 此时， ｔ 值较小， 说明基准模型中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的显著缩小是由中欧班列开行带来的， 基准模型所得结论可信， 验证了理论

假说 １。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２　 １ ０００ 次回归中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
　 　 　 　 　 　 　 　 　 　 　 　 　 　 　 　 　 　 　 　 　 　 发展差距影响系数对应的 ｔ 值分布

　

３. 反事实检验

对开行中欧班列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结论还需进行反事实检验， 具体做法

是： 将中欧班列首次开行时间分别提前一年、 两年和三年， 并构造 “虚假” 的中欧班列

虚拟变量中 ａｄｖａｎｃｅ１＿ｃ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２＿ｃｒ 和 ａｄｖａｎｃｅ３＿ｃｒ， 之后根据基准方程进行回归 （见表

３）。 结果显示， “虚假” 的中欧班列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均未表现出显著抑制作

用， 从而反向验证了基准模型中 “真实” 的中欧班列确实能够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的结论。

表 ３　 反事实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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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ａｄｖａｎｃｅ１＿ｃｒ
－０. ２１８６
（－１. ２６）

ａｄｖａｎｃｅ２＿ｃｒ
－０. １８９９
（－１. ２７）

ａｄｖａｎｃｅ３＿ｃｒ
－０. １８３６
（－１. ３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１７１ ３ １７１ ３ １７１

Ｒ２ ０. ３０３６ ０. ３０３７ ０. ３０３７

（三） 内生性问题讨论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需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 中

欧班列开行区域的选择来自政府决策， 具有一定的外生性， 有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干

扰 （李佳等，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欧班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的政策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 但依然无法完全规避。 对此，
本文将分别采用工具变量法 （ ＩＶ） 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 （ＰＳＭ⁃ＤＩＤ） 缓解本

文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 结合历史资料，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提出基于复兴古代 “丝绸之路” 的

时代背景， 而中欧班列始发地的选择依赖于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重点省份或城市， 使

得中欧班列开行的线路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 “丝绸之路” 吻合 （李佳等， ２０２０）。 对此，
本文借鉴陈胜蓝和刘晓玲 （２０１８） 以及王桂军和卢潇潇 （２０１９） 的做法， 以古代 “丝绸

之路” 途经地区作为工具变量①， 原因有两点： 第一，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提出是为

了重新焕发古代 “丝绸之路” 活力， 繁荣和复兴古代 “丝绸之路”。 所以， 依托 “一带

一路” 合作倡议所开行的中欧班列线路与古代 “丝绸之路” 高度吻合， 满足工具变量的

相关性原则。 第二， 古代 “丝绸之路” 始于西汉， 距今久远， 不会对当下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产生直接影响， 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原则。 对此，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估计。 根据表 ４ 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 工具变量 ＩＶ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下

显著为正， 表明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与 “古丝绸之路” 高度相关， 并且此时 Ｆ 值远大于

经验值 １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ＬＭ 统计量对应的 ｐ 值均小于 １％， 排

除了弱工具变量和不可识别等问题。 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 中欧班列 ｃｒ 的系数在 １％
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后， 开行中欧班列依然能够有效缓解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再次验证了理论假说 １。

３７

① “丝绸之路” 途经的中国省份和地区包括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和新疆。



表 ４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变　 量
第一阶段

ｃｒ
（１）

第二阶段
ｌｎｇａｐ
（２）

ＩＶ ０. ８６６１∗∗∗

（３５. ４７）

ｃｒ
－０. ８７１４∗∗∗

（－３. ６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１７６ ３ ７１６
Ｒ２ ０. １８４１ ０. ０２７９

第一阶段 Ｆ 值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ＬＭ 统计量

１ ７１８. ４０
１ ２５７. ８６３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５. ２４３ （ｐ 值 ０. ０２２０）

其次， 本文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增加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随机性， 通过 Ｌｏｇｉｔ 回归

与核匹配 （Ｋｅｒｎｅｌ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估计倾向得分， 在满足 “数据平衡” 的前提之后， 根据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估计结果见表 ５。 此时， 开行中欧班列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估计

系数为－０. ４７１， 且在 １％水平下显著， 说明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 与基准模型所得结论一致， 再次验证了理论假说 １。

表 ５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变　 量
开行前 开行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Ｄｉｆｆ （Ｔ－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Ｄｉｆｆ （Ｔ－Ｃ）
Ｄｉｆｆ⁃ｉｎ⁃Ｄｉｆｆ

ｌｎｇａｐ －３. ３６０ －３. ４０６ －０. ０４６ －３. ３６０ －３. ８７７ －０. ５１８ －０. ４７１∗∗∗

Ｓ. Ｅｒｒ.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５
｜ ｔ ｜ －０. ９６ ４. １４ ３. ７７

Ｐ＞ ｜ ｔ ｜ ０. ３３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控制组样本 ２ ４７１ 个， 实验组样本 ７０１ 个， 总样本 ３ １７２ 个， Ｒ２ ＝ ０. ０１。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目前， 有关经济发展差距的文献较多， 但大部分文献采用基

尼系数法、 泰尔指数法等常用方法考察我国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
鲜有文献从地级市层面考察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并对其进行横向比较。 Ａｋｉｔａ 和 Ｍｉｙａｔａ
（２０１０） 最早提出了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二重分解方法， 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分解与

收入来源分解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得到统一。 之后， 楚尔鸣和曹策 （２０１９） 以及覃成林

等 （２０１１） 相继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组间差异测算省际发展差距。 鉴于此， 本文将

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对地级市层面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行重新测度。 为了剔除价格因

素的影响， 本文将名义 ＧＤＰ 折算成以 １９９０ 年为基期的实际 ＧＤＰ，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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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ｐｉ， ｔ ＝
１

Ｙ ２
ｔ

Ｎｉ， ｔ

Ｎｔ
（Ｙ ｉ， ｔ － Ｙ ｔ） ２ （３）

其中， Ｙ ｉ，ｔ表示 ｔ 时期 ｉ 地区的实际人均 ＧＤＰ， Ｎｉ，ｔ为 ｔ 时期 ｉ 地区的人口数， Ｙ ｔ 表示 ｔ
时期全国人均 ＧＤＰ， Ｎｔ 表示 ｔ 时期全国人口数。 此时， 根据基准方程 （１） 回归后得到

开行中欧班列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结果见表 ６ 第 （１） 列。 估计系数在 １％水

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中欧班列开行所带来的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 与基准模型所得结论一致， 验证了理论假说 １。
（２） 采用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城市。 借鉴王雄元和卜落凡 （２０１９） 的做法， 本文通

过搜集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地方官方媒体和地方铁路局网站， 以月度开

行班次大于 ４ 次且运营至今的 “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城市” 作为新的处理组。 这 １１ 个常

态化运行城市分别是重庆、 郑州、 苏州、 成都、 东莞、 武汉、 义乌 （金华）、 长沙、 天

津、 长春和合肥， 基本上承担了超过中欧班列 ９０％的始发任务， 将其作为新的处理组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其余城市则作为新的控制组。 重新回归之后的结果见表 ６ 第

（２） 列， 此时， 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为负， 即中欧班

列的常态化运行对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３） １％双边缩尾。 为了避免因离群值给回归结果带来偏误， 本文对除中欧班列虚拟

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进行 １％双边缩尾， 之后根据基准回归方程重新估计， 所得结果见表

６ 第 （３） 列。 此时， 中欧班列对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同样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为负， 能够

有效降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印证了基准模型所得结论。
（４） 加入省份和时间交互项。 尽管本文在考察中欧班列开行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

影响时控制了城市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但依然无法有效避免来自省级层面存

在的不可观测因素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 对此， 本文引入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

应的交互项， 并对基准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根据表 ６ 第 （４） 列的估计结果可知， 中欧班

列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依然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 再次证实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有效缩

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结论。
（５） 处理组—控制组互换。 本文的基准模型以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为处理组， 以未

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为控制组， 结果证实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这从侧面说明若未开行中欧班列则无法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于是， 本文尝试对

已有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互换， 即将原来的处理组作为伪控制组， 将原来的对照组作为

伪处理组， 此时如果根据基准方程回归得到的结果证实伪中欧班列确实未能抑制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 则从侧面反向证实了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准结论。
将组别互换之后的伪中欧班列虚拟变量对基准方程重新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６ 第 （５）
列。 此时， 伪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伪中欧班列会扩大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 而这恰好从反面证实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有效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

基准结论， 验证了理论假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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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ｌｎｇａｐ

替换被解释变量
（１）

常态化城市
（２）

缩尾 １％
（３）

时间—省份交互
（４）

ｃｒ 组别互换
（５）

ｃｒ
－０. ０７２８∗∗∗

（－２. ９１）
－０. ６４７１∗

（－１. ９５）
－０. ３５３３∗

（－１. ９１）
－０. ７０１３∗∗∗

（－３. ２８）
０. ３９７３∗∗

（２. ０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６ ６８６ ３ １７１ ３ １７１ ３ ０７７ ３ １７１
Ｒ２ ０. ３１４３ ０. ３０９１ ０. ３７８２ ０. ５００８ ０. ３０４３

五、 机制检验

（一） 要素流动效应

根据基准结论， 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而这种效应是

否是通过加速要素流动实现， 需结合统计数据进行检验。 对此， 本文借鉴邓慧慧等

（２０２１） 的做法， 以人口流动速度指标作为要素流动的代理变量， 对我国地级市要素流动

指数进行测算。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常住人口－上年度常住人口－上年常住人口×人口自

然增长率） ／常住人口， 即：
ｌ＿ ｆｌｏｗ ｉ， ｔ ＝ （ｐｏｐｉ， ｔ － ｐｏｐｉ， ｔ －１ － ｐｏｐｉ， ｔ －１ × ｇｉ， ｔ） ／ ｐｏｐｉ， ｔ （４）

其中， ｌ＿ ｆｌｏｗ ｉ，ｔ表示 ｉ 地区 ｔ 时期的要素流动情况， ｐｏｐｉ，ｔ表示 ｉ 地区 ｔ 时期的常住人口

数， ｐｏｐｉ，ｔ－１表示 ｉ 地区 ｔ－１ 时期的常住人口数， ｇｉ，ｔ表示 ｉ 地区 ｔ 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式 （４） 的经济学含义是， 人口流动速度是各地级市人口净流入占常住人口的比重， 测度

所用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之后， 本文以要素流动为被解释变量， 以开行中欧班列

为解释变量， 检验开行中欧班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否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实现， 回

归结果见表 ７ 第 （１） 列。 此时， 开行中欧班列对要素流动的影响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为

正， 说明加快要素流动是中欧班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作用渠道， 验证了理论

假说 ２。
（二） 技术转移效应

在此部分， 本文将对中欧班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第二个作用渠道———技术转

移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在现有相关文献中， 不同学者曾采用不同指标对技术转移进行刻

画， 具体包括专利权转让 （赵尚梅等， ２０１３）、 技术转移综合指数 （郑伟， ２００８）、 技术

市场实现的技术合同交易额 （刘和东和施建军， ２０１０） 等。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

以技术市场成交额作为技术转移的代理变量。 同时，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视角是地级市，
而技术市场成交额的数据仅披露到省级层面， 对此， 本文采用以下处理方式： 一是计算

城市 ＧＤＰ 占省份 ＧＤＰ 的比重； 二是用该比重乘以省级层面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得到城市

层面的技术市场成交额。 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技术市场活跃度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通常与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其技术市场通常相对活跃，
技术市场成交额也越高。 之后， 本文以技术转移为被解释变量， 以中欧班列开行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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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考察中欧班列开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技术转移机制， 所得结果见表 ７ 第

（２） 列。 此时， 开行中欧班列对技术转移的影响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开行

中欧班列能够显著加快区域技术转移， 即技术转移是中欧班列开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

距的一个作用渠道， 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 ３。 并且， 该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也佐证了已有

研究得出的技术转移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缩小区域技术差异和区域经济差距的

结论 （冯锋和李天放， ２０１１； 赵尚梅等， ２０１３； Ｇｕｍｐｅｒｔ， ２０１６）。
（三） 技术创新效应

我们对中欧班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第三条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基于复旦

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本文采用中国城市创新

指数测度城市技术创新水平， 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 以中欧班列开行为解释变量进行回

归， 结果见表 ７ 第 （３） 列。 结果显示， 开行中欧班列对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

正， 说明由中欧班列开行所带来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加快要素流动和技术

转移， 并带动资源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最终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 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 ４。

表 ７　 作用机制检验

变　 量
要素流动

（１）
技术转移

（２）
技术创新

（３）

ｃｒ ６. ５３３２∗

（１. ８４）
４３. ８０２９∗∗∗

（２６. ６２）
３６. ５８１３∗∗∗

（４. ７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 ９７１ ６ ６７８ ４ ３０１
Ｒ２ ０. ０４０１ ０. ５３３１ ０. １７６４

六、 异质性检验

（一） 区域异质性

既然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有效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那么这种效应是否因开行

区域和开行时间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对此， 本文首先基于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分别设

置城市类型虚拟变量①， 并将其分别与中欧班列虚拟变量 ｃｒ 进行交互， 之后根据基准方

程进行回归， 所得结果见表 ８。 结果显示， 开行中欧班列对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但对沿海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抑制作用缺乏统计显著性。 这充分说明，
开行中欧班列为内陆地区搭建起贸易连通桥梁， 并极大地促进了内陆地区的要素流动和

技术转移， 对缩小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具有显著积极的

影响。

７７

① 根据国务院各部、 委， 各省、 市、 自治区计划委员会、 统计局的规定， 沿海地区包括辽宁、 河北、
北京、 天津、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和广西 １１ 个省、 市、 自治区， 其余 １８ 个省和
自治区称为内陆。



表 ８　 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　 量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ｃｒ×沿海地区 ｄｕｍｍｙ
－０. １５８１
（－０. ４５）

ｃｒ×内陆地区 ｄｕｍｍｙ
－０. ４６２８∗∗

（－２. ０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１７１ ３ １７１
Ｒ２ ０. ３０３３ ０. ３０４３

（二） 时间异质性

中欧班列自 ２０１１ 年开行以来，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 尤其是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统一中欧班列品牌①之后， 便进入蓬勃发展期， 其开行数量和货运量均

有大幅度提升。 那么， 开行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抑制作用是否在统一品牌前

后存在显著差异呢？ 对此， 本文根据时间区间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 其中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５ 年为统一品牌前，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为统一品牌后， 分别设置时间虚拟变量， 并与中欧

班列开行的虚拟变量 ｃｒ 进行交互， 根据基准方程回归后所得结果见表 ９。 结果显示， 在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之前， 开行中欧班列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而统

一品牌之后， 开行中欧班列能在 １％水平下显著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这说明统一品牌

使得中欧班列发展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 （李佳等， ２０２１）， 其对要素流动和技术转移的带

动作用也更加有力， 从而保证了中欧班列经济效应的发挥， 有效抑制了我国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

表 ９　 时间异质性检验

变　 量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ｃｒ× “统一品牌前” ｄｕｍｍｙ
０. ２９９４
（０. ８０）

ｃｒ× “统一品牌后” ｄｕｍｍｙ
－０. ５９３３∗∗∗

（－２. ７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１７１ ３ １７１
Ｒ２ ０. ３０３４ ０. ３０５１

８７

① 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起， 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标识， 主要是对品牌建设、 班列命名、
品牌标识、 品牌使用和品牌宣传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 有利于集合各地力量， 促进内部良性竞争，
增强全程服务能力，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信誉度的知名品牌， 对推进中欧班列健康有序运营、 带
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推动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贸易便利化缓解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４—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以中欧班列开行为准自然实验， 系统考察了

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研究发现： 第一， 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有效

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有助于带动经济充分、 平衡发展， 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第二， 机制检验结果显示， 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加速

要素流动、 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 有助于拉动经济协调发展，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第三，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一是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抑制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是统一中欧班列品牌之后， 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当下， 不

遗余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全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未来我国应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以中欧班列高效率运行带动区域经济充分、
协调、 平衡发展。

基于此， 我们首先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 推动中欧班列

健康有序发展， 以中欧班列为引擎， 辐射带动经济全面协调平衡发展， 缩小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 其次， 要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建设， 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全面促进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 带动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 为中欧班列运营提供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 进

一步强化中欧班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支撑， 以及技术转移在中欧班列缩小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中的积极作用， 推动我国经济充分、 协调、 平衡发展。 最后， 要注重中欧

班列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因区域和时间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 不断优化中欧班列的运行

条件， 强化中欧班列开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积极作用。 总之， 本文肯定了开行中欧

班列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结论， 充分说明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深入推进

加速了我国积极响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浪潮。 当前， 以中欧班列连通中国与世界不仅

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为世界经济不断贡献着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１. 卞元超、 吴利华、 白俊红： 《高铁开通、 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 ［Ｊ］，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４７—１６１ 页。

２. 陈胜蓝、 刘晓玲： 《公司投资如何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０—３３ 页。

３. 楚尔鸣、 曹策： 《人才流动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吗———来自技术转移的经验证据》 ［Ｊ］， 《财经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第 ９９—１１２ 页。

４. 邓慧慧、 薛熠、 杨露鑫： 《公共服务竞争、 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新格局》 ［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２１ 年

第 ８ 期， 第 ３４—４８ 页。
５. 冯锋、 李天放： 《基于技术转移与产学研 Ｒ＆Ｄ 投入双重影响的区域经济增效实证研究》 ［Ｊ］， 《科学

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９７—１０２ 页。
６. 郭玥： 《政府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与企业创新》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第 ９８—

１１６ 页。
７. 胡鞍钢、 周绍杰： 《如何培育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Ｊ］， 《当代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０—１２ 页。
８. 李佳、 闵悦、 王晓： 《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兼论政策困境下中欧班列的创新效应》

［Ｊ］，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５７—７４ 页。
９. 李佳、 闵悦、 王晓： 《中欧班列开通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来自中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

９７



验研究》 ［Ｊ］， 《产业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９—８３ 页。
１０. 刘和东、 施建军： 《自主创新、 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研究》 ［Ｊ］， 《数理统计与管理》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７０—７７９ 页。
１１. 刘华军、 杜广杰：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随机收敛检验———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ＤＭＳＰ ／ ＯＬＳ 夜

间灯光数据》 ［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４３—５９ 页。
１２. 吕承超、 索琪、 杨欢： 《 “南北” 还是 “东西” 地区经济差距大？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影响

因素的比较研究》 ［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第 ８０—９７ 页。
１３. 毛其淋、 许家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 ［Ｊ］，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 第 ９８—１２５ 页。
１４. 裴长洪、 刘斌： 《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４—１５ 页。
１５. 盛来运、 郑鑫、 周平、 李拓： 《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８ 年

第 ９ 期， 第 １６—２４ 页。
１６. 覃成林、 张华、 张技辉：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新趋势及成因———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测度

及其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３７—４５ 页。
１７. 王桂军、 卢潇潇： 《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创新吗？》 ［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９—３４ 页。
１８. 王桂军、 卢潇潇： 《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３—６１ 页。
１９. 王雄元、 卜落凡： 《国际出口贸易与企业创新———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Ｊ］， 《中

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８０—９８ 页。
２０. 韦东明、 顾乃华： 《中欧班列开通能否推动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Ｊ］，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１４ 页。
２１. 徐思、 何晓怡、 钟凯： 《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企业融资约束》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第 １５５—１７３。
２２. 徐紫嫣、 夏杰长、 袁航： 《中欧班列建设的成效、 问题与对策建议》 ［Ｊ］， 《国际贸易》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第 ４５—５１ 页。
２３. 张祥建、 李永盛、 赵晓雷： 《中欧班列对内陆地区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９７—１１１ 页。
２４. 赵尚梅、 史宏梅、 杜华东： 《基于网络模型的跨地区技术转移的研究》 ［Ｊ］， 《研究与发展管理》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４—６１ 页。
２５. 郑伟： 《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视角》 ［Ｊ］， 《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３—１６ 页。
２６. Ａｋｉｔａ， Ｔ. ， Ｍｉｙａｔａ， Ｓ. ，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Ｂ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Ｊ］，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３， Ｎｏ. ３： ９１⁃１００.
２７. Ａｌｌｅｎ， Ｔ. ，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Ｃ. ， ２０１４，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２９， Ｎｏ. ３： １０８５⁃１１４０.
２８. Ｂｕｒｇｅｒ， Ｍ. Ｊ. ， Ｍｅｉｊｅｒｓ， Ｅ. Ｊ. ， ２０１６，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Ｊ］，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９５， Ｎｏ. １： ５⁃１５.
２９. Ｃｈｅｎ， Ｊ. ， Ｚｈｅｎｇ， Ｗ. ， Ｚｈａｎｇ， Ｆ. ， ２０１８，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ｏｌ. １１８： ５０６⁃５２６.

３０. Ｃｏｅ， Ｄ. Ｔ. ，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 １９９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 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５： ８５９⁃８８７.

３１. Ｄｕｔｔ， Ｐ. ， Ｍｉｔｒａ， Ｄ. ， ２００８，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１８， Ｎｏ. ５３１： １２８５⁃１３１４.

０８



３２. Ｅａｔｏｎ， Ｊ. ， Ｋｏｒｔｕｍ， Ｓ. ， １９９６，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Ｉｄｅａｓ：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ＥＣ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３： ２５１⁃２７８.

３３. Ｇｕｍｐｅｒｔ， Ｍ. ， ２０１６，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
Ｏｈｌ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ｍ”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 ８９⁃１１１.

３４. Ｌｅｅ， Ｂ. ， Ｐｅｎｇ， Ｊ. ， Ｌｉ， Ｇ. ， Ｈｅ， Ｊ. ， ２０１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３４２⁃３５８.

３５.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７１， Ｎｏ. ６： 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３６. Ｑｉｎ， Ｙ. ， ２０１６， “ ‘Ｎｏ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Ｕｐ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３： ４８９⁃５２０.

３７. 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 ，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 Ｊ. ， ２００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６２， Ｎｏ. １： ５３⁃８２.

３８. Ｔｉｅｒｎｅｙ， Ｓ. ， ２０１２，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ａｖ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Ｃ： ２８５⁃２８７.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Ｙｕａｎ Ｈａｎｇ１， Ｘｉａ Ｊｉｅｃｈａｎｇ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８５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ａｌｉ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ｏ⁃
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ａｃｃｅｌ⁃
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
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ｐｕｔ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２３； Ｆ４２； Ｏ１８

１８


